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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的时空过程与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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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绿色专利转让刻画绿色技术扩散，分析了2001—2020年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的时

续动态以及空间格局，揭示了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活动中的热门技术、行为主体和城市类

型，并探讨了驱动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中

的热门技术由环境治理技术快速转变为绿色建筑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企业始终是绿色技术

扩散的主要行为体；② 绿色技术跨城流动成为新常态，城市角色逐渐由自给自足式的城内集散

型向开放创新式的城际集散型发展，全国统一的绿色技术交易大市场正在逐渐形成；③ 绿色技

术扩散活动高度集聚在由东部沿海和长江经济带组成的“T”型地区，其中城际绿色技术扩散形

成以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为枢纽的菱形网络；④ 遵循偏好连接和同配性法则，城际

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新加入城市倾向于从枢纽城市获取绿色技术，但枢纽城市间的绿色技术

流动更加频繁；⑤ 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下的模型回归结果揭示了城市间技术差距、地理邻近

性、经济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对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形成机制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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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绿色技术的协同开发和全球共享被认为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降低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的关键举措[1-2]。全球绿色技术扩散和共享机制也在不断探索中建构，如由几个大型
跨国公司 IBM、诺基亚、索尼等，于 2008 年发起的生态专利共享项目 （Eco-Patent
Commons） [3-4]，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技术需求评估计划（Technology Needs
Assessment Program）等。同样，在强调以减污降碳、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为目标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期，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从而
加速绿色技术在区域、城市、机构间的扩散，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决策[5]。2019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和科技部联合颁布了《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
出要建立健全绿色技术转移转化市场交易体系，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选择
绿色技术创新基础较好的城市建设绿色技术创新综合示范区。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组织编制了《绿色技术推广目录（2020年）》，
涉及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
5个领域的116项绿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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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扩散作为一般技术扩散形式中的一类，不仅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生态压
力下获得了极大的关注，而且在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践中扮演关键角
色。与一般技术扩散不同的是，绿色技术扩散无论是对国家、区域、城市还是对于企业
而言，其不仅能够带来技术溢出的经济效益，还能够带来技术溢出的环境效益。综观当
前绿色技术扩散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议题：① 绿色技术扩散过程的仿真模拟研究。创
新扩散理论的“S”型曲线规律激发了大量学者对绿色技术扩散过程（包括扩散时间和接
纳者数量）进行研究，学者们采用了多种模型（如S型模型、Logistic模型、Bass模型、
网络动力学模型等）对企业绿色技术扩散过程进行仿真模拟和曲线拟合[6-8]；② 绿色技术
扩散的驱动因素研究。绿色技术扩散的驱动因素研究是当前绿色技术扩散研究最主要、
最集中的领域[9-10]。知识基础理论、吸收能力理论、技术差距理论、知识粘性理论、多维
邻近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理论模型被广泛应用于揭示驱动绿色技
术扩散的主要因素[11-13]，其中多维邻近性理论及技术差距理论是最常见的分析理论框架，
普遍发现环境规制、地理距离、企业自身属性、预期收益、技术复杂性和相关性、公众
消费需求等因素影响着绿色技术扩散的效率[14-15]；③ 加快绿色技术扩散的对策研究。绿
色技术扩散存在多重外部性，加速绿色技术扩散会产生多重收益，如企业个体绿色经济
增长、行业群体绿色经济增长，城市或区域绿色经济增长等，因而众多学者将研究视角
放置在如何加速绿色技术扩散上来，并展开了一系列的对策探索研究[16-18]。相关研究发
现，稳定的绿色技术扩散途径（合作伙伴关系）、专业化的中介机构、有力的政策支持
（补贴、减税、知识产权保护等）等措施能够显著加速企业间或区域间的绿色技术扩散[19-20]。

综上可知，当前绿色技术扩散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绿色技术领域（绿色制造技术、
绿色建筑技术、绿色交通技术、绿色照明技术、节能技术、节水技术等）下企业绿色技
术扩散过程模拟、驱动因素和加速对策探索[21-23]，研究方法多采用基于案例分析的计量经
济学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鲜有从空间层面开展城市、区域绿色技术扩散的时空过程
研究[14]，也鲜有开展多技术领域下的绿色技术扩散比较研究。虽然近年来在响应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下，创新经济地理学中围绕知识流动、技术转移、科技成果转化、创新扩散
的研究屡见不鲜[24-27]，但呼应“绿色技术创新支撑绿色发展”的研究才刚刚起步[28-29]，而
关于绿色技术的空间扩散研究则更是不多见[30-31]。基于此，本文以绿色专利转让刻画绿色
技术扩散，将企业绿色技术扩散拓展至空间层面，从城市尺度分析了2001—2020年中国
绿色技术扩散的时续发展动态以及空间分布格局，揭示了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活动中
的热门技术、行为主体和城市类型，并探讨了驱动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
一方面试图丰富当前创新和环境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试图为建设市场导向
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供案例支撑。

2 数据和方法

2.1 绿色技术扩散数据获取与处理
本文在测度城市绿色技术扩散时，采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测度绿色技术扩散的惯例做法，以绿色专利转让来衡量绿
色技术扩散。首先，借鉴段德忠等构建的基于 IPC专利分类号的绿色专利识别体系（包
括清洁能源技术、温室气体处理技术、绿色交通技术、绿色建筑技术、环境治理技术和
绿色水技术） [32]，以知识产权出版社专利信息服务平台（http://search.cnipr.com/）为数据
源，从而获取2001—2020年中国绿色专利转让详情数据，共计207128条；其次，根据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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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专利转让详情数据中的“变更前权利人地址”和“变更后权利人地址”信息，识别绿
色专利转让前权利人所在城市和转让后权利人所在城市①，暂未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
跨境绿色专利转让数据和地址无法识别的绿色专利转让数据，最终得到本文的分析数
据，即成功识别地址的绿色专利转移数据167632条。数据处理结果显示，绿色专利转移
量占专利转移总量的比重基本稳定在 10%左右（其中 2003 年最低，为 5%；2015 年最
高，为14%），而具备清晰地址的绿色专利转移量占绿色专利转移整体的比重稳步上升，
从2001年20%左右增长至2020年的80%左右（2019年更是达到89%）。
2.2 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类型划分

将主体间的绿色技术扩散映射至城市尺度，就必然面临将原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绿
色技术扩散重构为城市内部或城市间的绿色技术扩散。根据城市城内绿色技术转移量、
城际绿色技术转移量的相对大小，可将城市绿色扩散类型划分为 3大类，城内集散型、
城际集散型和混合型（表1）：① 城内集散型即城市绿色技术扩散活动完全或主要发生在
城市边界以内，根据其活跃程度又可划分为完全自给自足型和主要城内集散型两种细分
小类；② 城际集散型即城市绿色技术扩散活动完全或主要呈现于跨越城市边界形态，根
据城际绿色技术扩散量、城际绿色技术集聚量的相对大小，城际集散型又可划分为完全
外销型、完全外源型、主要外源型、主要外销型和外源外销兼顾型；③ 混合型城市意味
着城内绿色技术转移和城际绿色技术转移对其都很重要，由于在城内绿色技术转移维
度，集聚量即是扩散量，因而在混合型大类下，继续依照城际绿色技术扩散量和城际绿
色技术集聚量对其进行细分，可细分为混合集聚型、混合扩散型和混合集散型。

2.3 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驱动因素分析
（1）理论框架建构。无论是城内绿色技术流动还是城际绿色技术扩散，其依托的核

心主体还是企业，因而驱动城内绿色技术流动和城际绿色技术扩散演化发展的因素在本
质上是内在相通的。但由于本文重在探讨城市尺度的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特征，因而本文
聚焦解析绿色技术跨城流动的驱动因素（图1）。

① 本文城市指的是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也包括省直辖县级市（暂未含港澳台地区），具体涵盖直辖市、地级市、地区、

盟、自治州、省直管县级市。

表1 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类型划分
Tab 1. Types classification of city green technology diffusion

大类

城内集散型

城际集散型

混合型

小类

完全自给自足型

主要城内集散型

完全外销型

完全外源型

外源外销兼顾型

主要外源型

主要外销型

混合集聚型

混合扩散型

混合集散型

描述

仅存在城内绿色技术流动现象

同时存在城内绿色技术流动和城际绿色技术流动现象，但以城内绿色技术流动为主

仅存在向其他城市扩散绿色技术现象

仅存在从其他城市获取绿色技术现象

同时存在向其他城市扩散绿色技术和从其他城市获取绿色技术现象，且两者所占比
例基本持平

同时存在向其他城市扩散绿色技术和从其他城市获取绿色技术现象，但以从其他城
市获取绿色技术为主

同时存在向其他城市扩散绿色技术和从其他城市获取绿色技术现象，但以从其他城
市获取绿色技术为主

城内绿色技术转移和城际绿色技术转移量基本持平，但以绿色技术集聚活动为主

城内绿色技术转移和城际绿色技术转移量基本持平，但以绿色技术扩散活动为主

城内绿色技术转移和城际绿色技术转移量基本持平，且绿色技术集聚和扩散量也基
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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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绿色技术扩散驱动因素的研究积累为本文探讨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提
供了很好的借鉴[14-15]。知识基础理论、吸收能力理论和知识粘性理论认为，主体或区域的
知识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知识创新的演化路径，以及其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33-35]。
在企业绿色技术扩散上，以企业现有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衡量的知识基础通常作为基本变
量，一方面决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路径，另一方面决定企业在绿色技术扩散上的
扩散能力和吸收能力。在城际绿色技术扩散上，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知识基础）越
强，代表其拥有的绿色技术数量越多，也代表其从外部获取绿色技术的能力越强。同
时，技术差距理论认为技术差距能够诱导技术转移或技术扩散发生[36-37]，且过往中国城际
技术扩散研究也证明，技术差距是中国城际技术扩散体系演化的动力与拓扑连接机制。

环境创新理论认为，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城市、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在长期视角来
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5]。在绿色技术扩散研究中，地方、区域或国家环境规制强度同样
被作为一个核心驱动因素被广泛考量。如领先市场的环境规制强度一方面会对发展中国
家或地区的生产者施加增加绿色技术投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迫使本地落后产能向环
境规制强度较弱的地方转移，并带来绿色技术扩散的溢出效应。在城际绿色技术扩散
上，环境规制较强的城市不仅会刺激本地绿色技术的生产，也会加大城市对外部绿色技
术获取的力度；而环境规制较弱的城市由于其本地绿色技术需求较低，也会促使本地绿
色技术向环境规制较强的城市流动。

图1 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研究分析框架
Fig.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city green technology 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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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属性影响着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能力。在绿色技术扩散上，企业属性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在企业规模层面表现出企业
规模越大，其扩散和获取绿色技术的能力就越强；在企业性质层面表现出民营企业相对
国有企业而言更具有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观意愿[38-39]。在城际绿色技术扩散上，固然会存在
因城市基底特征的不同而形成城市间绿色技术扩散行为差异，如大城市或者高等级城市
往往在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技术扩散上更具主动性。企业组织理论还认为，不同产业、
不同行业的企业对绿色技术需求的量存在差异，对绿色技术需求的领域存在差异[21-23]。在
城市层面，城市主导产业既决定了城市哪类绿色技术产出量较大，也决定了城市对哪类
绿色技术需求量较大。

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下的创新网络演化理论也为解析技术扩散的驱动机制提供了有
效的分析框架，认为地理邻近性、认知邻近性、制度邻近性、文化邻近性、组织邻近性
等能够有效地促进机构间、城市间、区域间以及国家间的技术扩散[40-42]。在企业绿色技术
扩散中，技术相关性影响着企业所吸收的绿色技术领域和规模，即企业间如果在绿色技
术创新领域存在高度同构性，则相互之前进行绿色技术扩散的意愿和规模就越大。放置
在城市层面，城市间的绿色技术创新结构如果高度相关，则被认为具有共同的知识基
础，则更容易扩散和吸收绿色技术。另外，城市绿色技术扩散本质上就是知识或技术的
空间扩散，虽然不断升级变革的信息通讯和交通运输技术大大缩小了地理距离对技术空
间扩散的约束，但创新经济时代仍然重要的“面对面的交流”依然凸显了地理邻近性在
交流沟通、技术扩散以及科技合作上的重要性。同时，已有研究也揭示出城市间经济发
展水平相似性对城际技术扩散体系演化有着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即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
城市间，其技术扩散活动越活跃。

（2）模型建构。基于上述理论框架建构过程，本文借鉴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42]，通
过建构城市多维邻近性指标，分析影响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驱动因素：

GTD
intercity

i➝j, t = α + β1Gre_Pat_Aplii, t + β2Gre_Pat_Aplij, t + β3Tech_Gapt
i, j + β4Geo_Proxi, j +

β5Eco_Proxt
i, j + β6 Inst_Proxt

i, j + β7Cog_Proxt
i, j + εt

i, j

（1）

式中：α为常数项； β为系数； εt
i, j 为随机误差项； GTD

intercity

i➝j, t 为城市 i在 t时间扩散至城市

j的绿色技术数量； Gre_Pat_Aplii, t 和 Gre_Pat_Aplij, t 分别是城市 i和城市 j在 t时间的绿色

专利申请量； Tech_Gapt
i, j 为城市 i和城市 j在 t时间的技术差距，以两个城市的在 t时间绿

色专利申请量之差的绝对值来衡量； Geo_Proxi, j 为城市 i和城市 j间的地理邻近性，以经

纬度计算的直线地理距离为衡量标准； Eco_Proxt
i, j 为城市 i和城市 j在 t时间的经济邻近

性，为城市 i和城市 j在 t时间的GDP之比（高GDP城市/低GDP城市）； Inst_Proxt
i, j 为城

市 i和城市 j在 t时间的制度邻近性，为城市 i和城市 j的环境规制强度之比（强环境规制
城市/低环境规制城市），城市环境规制强度计算借鉴已有相关研究，在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率、生活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3个指标的基础上[5]，通过加权处理
获得（公式（2））； Cog_Proxt

i, j 为城市 i和城市 j在 t时间的认知邻近性，以城市 i和城市 j

在 t时间的绿色技术相关性为衡量标准，而城市间绿色技术相关性的测度方法则借鉴产业
相关性测度方法[32]，计算公式见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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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_Proxt
i, j =

∑
k = 1

k

[( )Pati,k - - -----
Pati (Patj,k - - -----

Patj)]

∑
k = 1

k

( )Pati,k - - -----
Pati

2
(Patj,k - - -----

Patj)
2

（3）

式中： S_Pr
g

i, t 和 Pr
g

i, t 分别是 i 城市 g 污染物在 t 年份处理率的标准化值和原始值；

max (Pr
g

t ) 和 min (Pr
g

t ) 分别是城市尺度上 t年份在g污染物上处理率的全国最大值和全国

最小值； Environ_ Re gui, t 为城市 i在 t年份的环境规制强度； P
g

i, t 为 i城市 g污染物在 t年

份的排放量； P
g

t 为g污染物在 t年份的全国排放量； Cog_Proxt
i, j 为城市 i和城市 j的绿色

技术创新相关性； Pati,k 为 i城市 k类绿色专利的申请量占总申请量的比重；
- -----
Pati 是 Pati,k

的均值；k是绿色专利种类的数量。

3 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的时序动态

3.1 环境治理热情快速冷却，面向消费端的绿色建筑和清洁能源技术快速崛起
2001—2020年中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中流行技术由环境治理技术转变为绿色建筑技

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具体来看：2001—2005年环境治理技术主导中国绿色技术扩散，该
领域的专利转移量占整体绿色专利转移量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28.6%增长至 2005 年的
34.4%。根据绿色专利识别体系，环境治理技术包括空气污染减排、水污染治理、废物管
理、土壤修复和环境监测五小类，即主要涉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污染物排放治理达
标这两个层面的“末端治理”技术。1978年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和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
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指导下，“一控双达标”（控制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工业污染源达标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按功能区达标）成为“九五”
（1996—2000年）至“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中国环境保护和治理政策的核心，
国家先后颁布实施《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和《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并
在“十一五”期间将“总量控制”提升到国家环境保护战略的高度[43]。

2006年绿色建筑技术的转移量超过环境治理技术，以及2007年清洁能源技术的转移
量也超过环境治理技术，从而形成持续至今的中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主要特征，即绿色
建筑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主导中国绿色技术扩散，并根据其发展态势（年均增长率分别
达到44.5%和46.2%），这两大技术仍将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主导中国绿色技术扩散。这
一方面是由于从“两型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到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从《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到新一轮《环境保护法》重
大修订，中国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模式已由末端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中国的绿色技术
创新也由偏重于环境治理技术转向偏重于绿色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高速增长
的房地产经济对绿色建筑技术的需求持续增大和快速崛起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对清洁能源
生产、能源储备和电池技术的需求持续增大。
3.2 城市边界的“栅栏”效应开始减弱，绿色技术跨城流动成为新常态

在地方政府的强力监管下和专利技术流动的地理距离约束性，中国绿色技术的空间
流动严重受到城市边界的“限制”，呈现出“自产自销”式的自给化特征。2001—2018
年中国绿色专利转移始终以城内转移为主导，其中 2003 年城内转移的比重更是达到
84.7%。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持续深入改革，专利流动的行政壁垒和地区封锁逐渐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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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以专利为主的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得到保证。同时在本地技术创新路径
依赖下，本地绿色技术愈发无法满足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地方绿色
技术创新网络逐渐跨越城市边界，融于区域创新网络和国家创新体系，城市边界对于专
利技术的“栅栏”效应减弱，城际绿色技术流动愈发繁，绿色技术跨城流动成为常态。
2001—2020 年中国绿色专利转移中城际转移的比重由 18.2%快速增长至 57.5%，尤其
2019年城际绿色专利转移量首次超过城内绿色专利转移量，并在2020年迅速拉大两者间
的差距。

依据中国绿色专利转移的时续发展特征，将中国绿色技术扩散划分为3个阶段，即
2001—2007年的缓慢发展阶段（转移5001件绿色专利）、2008—2014年的初步增长阶段
（转移 45251件绿色专利）和 2015—2020年的快速增长阶段（转移 156876件绿色专利）。
通过梳理每个阶段内不同技术领域的城内专利量和城际转移量发现，3个阶段内唯有环
境治理技术的城际转移量在第3阶段超过其城内转移量，而其他5类绿色技术的城际转移
量虽快速增长，但在 3个阶段内皆少于其城内转移量。这表明，在技术创新路径依赖、
以及环境治理技术开发成本较高的前提下，再加上环境治理技术市场交易“冷却”行
情，本地的环境治理技术愈发无法满足本地的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需要进行跨城技术
交易来弥补本地的供给不足。
3.3 企业不仅是中国绿色技术的主要出让者，也是集成吸纳者

根据创新主体的分类以及绿色技术转移前后权利人信息，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的行为
主体可以划分为4个类别：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个体、其他（无法识别其主体的具
体类别，故归为“其他”）。2001—2020年企业始终主导中国绿色技术扩散，即企业既
是中国绿色技术的主要出让方，也是中国绿色技术的主要购买方，且主导的力度在持续
加强。在技术出让维度，中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中来源于企业的绿色技术占比由2002年
的 40.7%波动增长至 2020年的 67.2%；在技术购买维度，企业作为消费者购买的绿色技
术占比由2002年的66.1%波动增长至2020年的85.9%。个体在中国绿色技术扩散中也扮
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主要体现在技术出让维度。2001—2020年中国绿色技术交易市
场中来源于个体的绿色技术占比基本维持在20%以上，其中在2004年和2010年更是分别
达到41.7%和41.9%。大学和科研机构在中国绿色技术扩散中的作用较小，无论是在技术
出让维度还是在技术购买维度，其所占的比重皆较小。

从主体间技术扩散来看，企业不仅通过“自我消化”耗散掉中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
中的大部分绿色技术，还广泛吸收来自大学和科研机构、个体出让的绿色技术。即对于
大学和科研机构、个体而言，企业是其绿色技术的主要消费者，但在不同阶段也有所差
异。2001—2007年大学和科研机构出让的 195件绿色专利中有 161件流向企业，占比达
82.6%。个体出让的802件绿色专利中有445件流向企业，占比达55.5%。2008—2014年
大学和科研机构出让的2110件绿色专利中有1213件流向企业，占比下降至57.5%。个体
出让的 11104件绿色专利中有 8116件流向企业，占比升至 73.1%。2015—2020年大学和
科研机构出让的 10437件绿色专利中有 7130件流向企业，占比上升至 68.3%。个体出让
的32733件绿色专利中有27413件流向企业，占比继续升至83.7%。

4 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的空间格局

4.1 城内流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与长江经济带构成的“T”型格局显现
2001—2020年中国城内绿色技术流动活动高度集聚在以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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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极的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以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为核心枢纽的长江经济
带，中国国土开发与经济布局的“T”型架构在城内绿色技术扩散上显得尤为明显。

2001—2007年，1662件绿色专利（占整体 73.8%）在 127个城市内部发生了专利权
的转移，实现了绿色技术的流动。虽东部沿海城市居多，但中西部地区也广泛分布，整
体较为均衡。其中仅有28个城市的城内绿色专利转移量超过10件，北京、深圳和上海分
别以309件、125件和119件的城内绿色专利转移量分列全国1~3位。2008—2014年城内
绿色专利转移量增至24717件，但占整体的比重稍有下降，降至70.5%。有城内绿色技术
转移活动的城市数量也增至 278个，但城内绿色专利转移量超过 100件的城市也仅有 47
个，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3个城市的城内绿色专利转移量超过1000件，分别达到3870
件、2504件和1985件。这一阶段，除北京、上海和深圳外，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他城
市的城内绿色专利转移量也快速增长，如长三角的杭州（877件）、南京（724件）、宁波
（589 件）、苏州 （563 件）、无锡 （477 件） 等，珠三角的佛山 （719 件）、广州 （541
件）、东莞（428件）等。2015—2020年，64923件绿色专利在 319个城市内部发生专利
权转移，但其占整体的比重下降较快，至 49.9%，城际绿色技术转移量已经超过城内绿
色技术转移量。这一阶段，城内绿色专利转移量超过100件的城市增至73个，超过1000
件的城市也有 15个，北京继续以 7834件绿色专利转移量位列第 1，深圳和上海分别以
5893件和 4123件绿色专利转移量位列第 2和第 3。此外，除了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
城内绿色专利转移量普遍性增长外，长江经济带沿线的省会城市在这一阶段也上升较
快，如成都、武汉、重庆、长沙分别以1876件、1472件、1339件和830件城内绿色专利
转移量位列第6、第10、第12和第19位。至此，由京津—长三角—珠三角与长江经济带
构成的中国城内绿色技术转移“T”型格局初步显现。
4.2 城际扩散：由随机分散格局经三角格局向菱形格局演化

2001—2020年，随着参与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多和扩散的绿色专利
数量急剧增加，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呈现出由随机分散格局经三角格局向菱形格
局演化，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成长为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的枢纽
（图2）。

（1）中国绿色技术城际扩散由扩散经济向集聚经济转变。2001—2020年，参与中国
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的城市数量由第一阶段的137个增长至第三阶段的352个，其中
从其他城市集聚绿色技术的城市数量由第一阶段的 82个快速增长至第三阶段的 345个，
由第一阶段的少于向其他城市扩散绿色技术的城市数量（101 个），发展至第二（268
个）和第三阶段（337个）的超过向其他城市扩散绿色技术的城市数量。由此可见，随
着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城市表现出对绿色技术的强烈需求，而在此方
面率先行动的城市通过促进本城绿色技术创新，逐渐从早期的绿色技术购买者发展为后
期的绿色技术出售者。如2001—2007年北京和深圳分别从44个、14城市吸收107件和70
件绿色专利，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绿色技术的两个最大购买者；而到了2015—2020年，深
圳和北京分别向 230个、235个城市扩散 5229件、4984件绿色专利，成为了这一阶段中
国绿色技术的两个最大出售者。

（2）中国绿色技术城际扩散由随机分散性向空间集聚性转变。2001—2007年中国绿
色技术城际转移关系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和分散性，在250对城际转移关系中，有139对
仅转移1件绿色专利，转移绿色专利超过10件的仅有8对（占比为3.2%），最大的城际转
移关系发生在北京和深圳之间，即北京向深圳转移41件绿色专利。2008—2014年中国绿
色技术城际转移网络在第一阶段的随机性和分散性的基础上，逐渐发育出有序性和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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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节点的城际绿色技术转移“三角”结构初步形成。在
2378对城际转移关系中，虽也有1111对仅扩散1件绿色专利，但扩散绿色专利超过10件
的已达221对（占比为9.3%）。这一阶段，绿色技术在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间以及
地区内频繁流动，如深圳向北京扩散134件绿色专利位居第一位，北京向深圳扩散110件
绿色专利位居第2位，北京向上海扩散106件绿色专利位居第3位，上海向北京扩散103
件绿色专利位居第4位。2015—2020年中国绿色技术城际扩散网络的有序性和集聚性继
续发育，以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节点的城际绿色技术扩散“三角”结构稳定形成，
并在此基础上发育出以成渝地区为节点的“菱形”结构。在 11460对城际扩散关系中，
扩散绿色专利超过10件的关系对达到1319对，占比升至11.5%。其中，深圳向东莞扩散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审图号为GS(2016)1554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2 2001—2020年3个阶段中国城际绿色技术转移的空间演化特征
Fig. 2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intercity green technology transfer in three stages from 2001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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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6件绿色专利，北京和广州皆向杭州扩散435件专利，深圳向广州扩散340件专利，北
京向上海扩散340件绿色专利。
4.3 城市类型：由自给自足向开放创新发展，全国统一的绿色技术交易大市场正在逐渐
形成

根据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类型划分体系，对2001—2020年融入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
网络中的城市类型进行了3个阶段的识别（图3）。

（1）绿色技术转移量较大的城市逐渐由“城内集散型”向“城际集散型”，特别是向
“外销型”转型，这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先行者”城市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基础上，逐渐打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审图号为GS(2016)1554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

图3 2001—2020年3个阶段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类型演化
Fig 3. The evolution of city green technology diffusion types in China in three stages from 2001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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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城门”，开展绿色技术的对外服务。2001—2007年绿色技术转移量（城内转移与城
际转移之和）排名前10的城市中有7个城市的类型为“主要城内集散型”，如北京（518
件，第 1）、上海 （207 件，第 3）、咸阳 （127 件，第 4）、杭州 （109 件，第 5） 等；
2008—2014年，绿色技术转移量排名前10的城市中依然有7个城市的类型为“主要城内
集散型”，如北京（6838件，第1）、上海（3823件，第2）、杭州（1356件，第4）、南京
（1190件，第6）等；2015—2020年绿色技术转移量排名前10的城市中，除北京属于“混
合集散型”外（14809件，第 1），其余 9个城市全部为“城际集散型”，且其中更是有 8
个城市为“外销型”，如深圳（14809件，第2，主要外销型）、广州（10142件，第3，外
源外销兼顾型）、上海（9973件，第4，外源外销兼顾型）、苏州（7046件，第5，外源外
销兼顾型）等。

（2）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先行者”城市逐渐扩大的城际绿色技术扩散活动，才使
得更多的城市能够通过城际集聚来获取绿色技术，以及加入到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网络
中。2001—2007年，有177个城市通过城内集散或城际集散融入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网络
中，而到2008—2014年，融入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的城市数量增加至319个，相较
于前一阶段（2001—2007年），新增 143个城市，其中有 57个城市是完全（15个城市为

“完全外源型”）或者主要（42个城市为“主要外源型”）通过城际技术集聚来加入至
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还有15个城市则部分通过（为“外源外销兼顾型”）城市技术集
聚来加入至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2015—2020年，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城市数量增
至353个，相较于前一阶段（2008—2014年）新增34个城市，其中16个城市是完全（6
个城市为“完全外源型”）或者主要（10个城市为“主要外源型”）通过城际技术集聚
加入至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还有3个城市则部分通过（为“外源外销兼顾型”）城市
技术集聚来加入至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

（3）愈发频繁的绿色技术跨城流动促使全国统一的绿色技术交易大市场正在逐渐形
成。2001—2007年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 177个城市中有 77个属于“城内集散型”，
占比达 43.5%。其中更是有 40个城市属于“完全自给自主型”，在网络中属于孤立的节
点，与其他城市不产生任何联系。2008—2014年，虽然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城内
集散型”的城市数量增至99个，但占比下降至31.0%，其中孤立节点——“完全自给自
足型”城市数量减少至 12个。至 2015—2020年，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城内集散
型”的城市数量锐减至4个，仅占整体的1.1%，其中“完全自给自足型”城市仅有1个
（海南省万宁市）。也就是说，353个城市构成的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有349个城市通
过强城际绿色技术转移关系架构了全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同时随着核心城市（深
圳、北京、广州和上海）的对外辐射能力增强，这一绿色市场交易体系逐渐由区域性向
全国统一性演化。如2015—2020年，由深圳、北京、广州和上海4个城市架构的城际绿
色技术转移关系对就达到1624对，占比达17.2%，覆盖除万宁市以外融入中国绿色城际
扩散网络中的所有城市。这4个城市参与的城际绿色技术转移量达28054件，占这一阶段
城际转移量的43.0%。

5 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驱动因素

5.1 偏好性：新加入城市倾向于从网络中枢纽城市获取绿色技术
复杂网络或社会网络生长机理中的偏好连接法则从动态视角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大部

分真实网络生长过程中遵循的一般规律，即网络中新加入的节点总是先寻求与现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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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枢纽节点建立联系。偏好连接法则既揭示了网络中新成员如何能够快速“站稳脚

跟”并得以发展的“生存法则”，也揭示了网络中已有核心成员如何快速地开辟新市场和

扩大其腹地范围从而巩固其枢纽地位的“垄断法则”。从创新扩散理论的视角，偏好连接

法则还印证了技术差距论的存在价值，即“距离产生美”。上文已经分析了后两个阶段相

较于前一阶段新加入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城市的类型特征，揭示了新加入的城市中

有50%左右是通过城际技术集聚来补充本城的绿色技术供给，那么这些绿色技术是来源

于网络中的已有城市节点，还是来源于新加入的其他城市，是来源于网络中的枢纽城

市，还是来源于网络中与其地位相同的城市？这些问题的答案正是偏好连接法则验证所

得的结果。通过分析 2008—2014年相对于 2001—2007年新加入的城市特征以及 2015—

2020年相对于2008—2014年新加入的城市特征发现，偏好连接现象在中国绿色技术扩散

体系（网络）中同样存在。在2001—2007年中国绿色技术扩散体系中，北京、深圳和上

海无疑是网络的枢纽。2008—2014年中国绿色技术扩散体系中新加入的 143个城市中，

仅 8个城市为“完全自给自足型”，其余 135个城市皆与其他城市进行绿色技术转移活

动，共转移了1841件绿色专利，其中有543件绿色专利的转移活动有北京、上海和深圳

这 3个城市参与，占比达 29.5%。在 2008—2014年中国绿色技术扩散体系中，北京、深

圳和上海同样是网络的枢纽。2015—2020年中国绿色技术扩散体系中新加入的34个城市

中，仅2个城市为“完全自给自足型”，其余32个城市皆与其他城市进行绿色技术转移活

动，共转移了479件绿色专利，其中有155件绿色专利的转移活动有北京、上海和深圳这

3个城市参与，占比升至32.4%。

5.2 同配性：网络中枢纽城市间的绿色技术流动更加频繁

相较于偏好连接从动态的视角阐释网络的生长过程，度相关性则从相对静态的视角

解构网络的架构骨架。同样地，在大量现实生活的真实网络（如互联网、科学家合作网

络）中，强劲的度相关性特征被普遍发现，即网络中的枢纽节点总是倾向于与其他枢纽

节点相连，当然也存在异配性。网络科学将具有正相关特性的网络称之为同配网络，负

相关特性的网络称之为异配网络，而不显著（即随机性）的网络称之为中性网络。通过

分析3个阶段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的加权度相关性特征（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网络

是典型的加权有向网络，故而分析其加权度相关性特征），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也

遵循度相关性规律，呈现出同配网络的特性，即绿色技术流动更加活跃于枢纽节点之

间。在前两个阶段的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网络中最大的技术流动始终发生在

北京和深圳这两个城市间，而这两个城市的加权度值（即绿色技术转移量）皆为前两个

阶段最大的两个城市。在2001—2007年250对城际绿色技术扩散关系中，扩散量前30对

（占整体46.2%）中有20对（占整体40.1%）发生于加权度值前10的城市之间。在2008—

2014年2378对城际绿色技术扩散关系中，扩散量前30对（占整体18.8%）中有23对（占

整体16.9%）发生于加权度值前10的城市之间。虽然在2015—2020年的城际绿色技术扩

散网络中，网络中最大的技术流动，甚至是扩散量前8对中没有一对发生在加权度值最

大的两个城市，即北京和深圳之间，但扩散量前30对（占整体12.6%）中有29对（占整

体12.4%）发生于加权度值前10的城市之间。

5.3 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驱动因素分析

鉴于城际绿色技术扩散为非负整数，且被解释变量的方差明显大于期望。因此，本

文采用负二项式回归方法来分析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驱动因素。模型检验发现，

Alpha的置信区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过度分散”参数“Alpha=0”的原假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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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正确，模型的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基本佐证了本文

在理论框架建构中的推论。
① 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是影响城

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生长的重要影响因
素，且影响程度呈持续强化趋势。城市
间绿色技术扩散规模与各自的绿色专利
申请规模成正比，即申请的绿色专利越
多，两城之间存在绿色技术扩散的可能
性及扩散量越大，表明城际绿色技术扩
散存在显著的强强联合、合作共赢特
征，这也与上文发现的“同配性”特征
相互佐证。② 城市间绿色技术专利申
请量的差距越大，城市间绿色技术扩散
规模也就越大，这不仅证实了本文在理
论框架建构部分的技术差距理论的推论一致，也与已有关于城市一般技术扩散研究的结
论相一致[6]。③ 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对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阻抗作用愈发凸显，即城市之
间的地理距离与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数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在地理距离约束这一点，城
内绿色专利转移的活跃就已经表征城市边界和地理距离在绿色技术扩散中扮演中非常重
要的作用。实际上，2001—2020年，虽然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平均距离不断增长，
由2001—2007年的805.60 km增长至2015—2020年的927.03 km，但高于这一平均距离的
城际绿色技术扩散量所占比重则逐渐降低，由50.1%下降至41.8%。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城市GDP比值（高/低）和环境规制比值（高/低）来分别衡量城
市经济邻近性和城市制度邻近性，因而这两个指标实则为负向指标。2001—2020年城市
经济邻近性对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影响系数为负，这意味着城市经济邻近性对城际绿色
技术扩散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影响程度呈持续强化趋势，突显出中国城市绿色技术流动
越来越多的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之间，城市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相应
的绿色技术需求越一致，越能促进绿色技术扩散规模，这一研究发现与已有城际技术流
动网络的驱动因素研究一致[12]。然而，城市制度邻近性的影响系数在 2001—2007 年为
正，在2008—2014年和2015—2020年为负，这表明城市制度邻近性对城际绿色技术扩散
的作用机制呈现出由负转正的发展过程。这一变化态势在城市认知邻近性上同样得到验
证。2001—2007年城市制度邻近性系数为正，城市认知邻近性的系数为负，表现出城市
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越大或技术关联性越小，则城市间绿色技术扩散规模越大。在环境
规制层面似乎印证了本文上述假设，但在技术关联性层面则与本文上述假设相悖，究其
原因可能是2001—2007年中国绿色技术城际扩散体系尚处于初始阶段，且城市绿色技术
创新活动也高度集聚于少数城市，城市间的绿色技术创新技术领域差异较大。2008—
2014年和2015—2020年城市制度邻近性系数为负，而认知邻近性的系数为正，且正向影
响作用显著增强，呈现出城市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越小或技术关联性越大，则城市间绿
色技术扩散规模越大。在技术关联性层面似乎印证了本文上述假设，但在环境规制层面
又发展为与本文上述假设相悖。这一结果也可以理解，随着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以
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城市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大多数城市已具备一定的
绿色技术产出和转化能力，愈发强化的环境规制强度不仅能促使绿色技术供给过剩的城

表2 城际绿色技术扩散驱动因素的负二项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Tab. 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city green technology

diffusion: Estimation results of negative binomial models

变量

Gre_Pat_Aplii,t

Gre_Pat_Aplij,t

Tech_Gapt
i,j

Geo_Proxi,j

Eco_Proxt
i,j

Inst_Proxt
i,j

Cog_Proxt
i,j

常数

样本量

2001—2007年

0.021*

0.015*

0.023**

-0.002*

-0.231*

0.421*

-0.824*

2.314

250

2008—2014年

0.036**

0.023**

0.041**

-0.003**

-0.324**

-0.714**

6.321**

-1.245

2378

2015—2020年

0.048***

0.037***

0.052**

-0.015***

-3.568***

-1.124***

7.214***

-3.541

11460

注：*、**、***分别表示10%、5%和1%的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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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向外扩散技术，也激发绿色技术供给不足的城市不断从外部寻求技术，进而呈现出城

市环境规制强度越相似，城市间绿色技术扩散规模越大的现象。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促进绿色技术自由流动是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核心内涵，也是

新时期中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

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以绿色专利转让刻画绿色技术扩散，本文从城内和城

际两个视角探讨了2001—2020年中国绿色技术扩散活动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得出

以下结论：

（1）随着中国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模式由末端治理转向全过程控制，2001—2020年

中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中的热门技术由环境治理技术快速转变为绿色建筑技术和清洁能

源技术，企业不仅是中国绿色技术的主要出让者，也是集成吸纳者，广泛吸收来自大学

和科研机构、个体出让的绿色技术。环境治理技术转移量的下降、绿色建筑技术和清洁

能源技术转移量的上升，也从侧面说明了作为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的行为主体，企业的绿

色技术创新的战略导向也从“成本控制”转向了“效益追求”。环境治理技术的开发大大

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绿色建筑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却能够让企业快速地得到因政

府环境规制和消费者绿色产品偏好带来的“收益”。

（2）中国城内绿色技术流动活动高度集聚在以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增长极的东

部沿海地区，以及以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为核心枢纽的长江经济带。城际绿

色技术扩散网络呈现出由随机分散格局经三角格局向菱形格局演化，京津、长三角、珠

三角和成渝地区成长为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的枢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持

续深入和开放创新的迫切需求，中国绿色技术的空间流动受到城市行政边界的约束作用

开始减弱，绿色技术跨城流动成为新常态。中国城市在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的角色逐渐

由自给自足式的城内集散型向开放创新式的城际集散型发展，尤其是绿色技术转移量较

大的城市逐渐由“城内集散型”向“城际集散型”转型，越来越多的城市，特别是新加

入绿色技术扩散网络的城市主要通过城际技术集聚来补充本城的绿色技术供给，因而在

愈发频繁的绿色技术跨城流动下，全国统一的绿色技术交易大市场正在逐渐形成。

（3）在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形成机制上，复杂网络生长机理中的偏好连接法则和同

配性法则分别从动态视角和静态视角揭示了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体系生长过程中遵循

的一般规律，即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网络中，新加入城市倾向于从网络中枢纽城市获

取绿色技术，且枢纽城市间的绿色技术流动更加频繁。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下的模型回

归结果也验证了上述规律，即中国城际绿色技术扩散存在显著的强强联合、合作共赢特

征，并呈现出强劲的“技术差距”链接机制。此外，城市间地理邻近性、经济邻近性也

对城际绿色技术扩散起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制度邻近性和认知邻近性对城际绿色

技术扩散的作用机制皆呈现出由负转正的发展过程。

（4）挖掘绿色技术扩散的空间特征及分析城际绿色技术扩散的驱动因素，是探索构

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和建构全国统一绿色技术交易大市场的基础研究工

作。基于上述实证研究发现，为建构全国绿色技术转移转化市场交易体系提出以下几点

对策：① 鉴于城内绿色技术流动仍占较大比重，应继续打破各级行政壁垒，加速绿色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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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跨省、跨区域和跨城流动；② 强化绿色技术转移转化交易体系中企业的主体地位，

通过设立绿色技术转移转化示范试点企业，来加强主体间的绿色技术流动；③ 以北京、

上海、深圳、武汉、成都（重庆）等为枢纽城市，建立国家级绿色技术银行或绿色技术

转移转化中心，并依托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区域，建立绿色技术转移转化综合示

范区，借助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强化区域内部的绿色技术流动。

6.2 讨论

以绿色专利转让衡量绿色技术扩散，将企业尺度的绿色技术扩散拓展至城市尺度，

本文在建构城市绿色技术扩散研究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绿色技术扩散的热门技

术、行为主体和城市类型等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不仅将当前创新地理学中一般技术扩散

（无技术领域之分）的研究细化至绿色技术领域，还将当前环境经济地理学集中于城市绿

色发展差异研究拓展至城市绿色发展空间联系研究，有益地丰富了创新和环境经济地理

的研究内容。但无论是在绿色技术扩散的衡量指标上，还是在城市尺度绿色技术扩散抽

象过程中，都无法忽视片面化导致本文存在诸多尚待改进的地方：

（1）以绿色专利转让衡量绿色技术扩散虽是国际惯例，但仅仅涉及绿色技术扩散规

模这一维度，绿色专利转让实际包含诸多信息，如转让价格表征的绿色技术质量，转让

时间表征的绿色技术扩散速度等[31]，这些维度本文并没有涉及。同时，绿色技术扩散的

形式和途径多种多样，除绿色专利转让外，如何进行其他扩散形式相关数据的获取从而

进行多途径下的绿色技术扩散综合研究以及多途径的绿色技术扩散比较研究是下一步需

要攻克的方向。

（2）本文虽然通过绿色技术领域分类识别了2001—2020年间中国绿色技术交易市场

上的热门技术，但并未分析每一类绿色技术扩散的详细特征。实际上，无论是从绿色技

术创新的视角还是从绿色技术扩散的视角，技术领域不同，其创新主体、空间分布和时

序发展特征差异显著。同时，中国绿色技术扩散体系的建构也应当充分考虑技术领域不

同带来的差异性。因此，不同技术领域、甚至不同行业领域的绿色技术扩散比较研究是

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3）本文虽然解析了中国绿色技术扩散活动中的行为主体特征，并印证了绿色技术

创新体系中的企业主体地位，但并未深入分析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甚至不同行业的企

业在中国绿色技术扩散活动中的差异，即企业异质性问题并未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实

际上，在企业绿色技术扩散中，企业异质性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28-30]，因而企业异

质性与绿色技术扩散的空间差异、空间关联、空间溢出等问题也将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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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proces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green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Chinese cities

DUAN Dezhong, JIN Hong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market- oriented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to accelerate the
diffusion of green technology between regions, cities, and institutions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Using green patent transfer to characterize the diffusion of green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temporal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green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0, and also discussed the main factors driving
the diffusion of green technologies in Chinese cities. The study found that from 2001 to 2020,
the popular technologies in China's green technology market rapidly changed fro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echnology to green building technology and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while enterprises were always the main actors of green technology diffusion.
Secondly, from 2001 to 2020, with the cross-city flow of green technology becoming the new
normal, a unified national green technology trading market was gradually taking shape.
Thirdly, green technology diffusion activities were highly concentrated in the "T" region
composed of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which the inter-
city green technology diffusion formed a diamond network with the Beijing-Tianjin,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and Chengdu- Chongqing regions as the hubs. Fourthl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preference connection and the law of assortativity, new cities in the
intercity green technology diffusion network tended to obtain green technology from hub cities,
but the flow of green technology between hub cities was more frequent. Fifthly,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model under the multi- dimensional proximity analysis framework also verified
the above laws, and reveal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tercity green
technology diffusion caused by technology gap, geographical proximity, economic proximity
and cognitive proximity among cities.
Keywords: green patents; green technology diffusion; spatiotemporal pattern; city types;
driving factor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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